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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2018年河南省18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探讨公众参与行为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将青年的网络公众参

与分为冲突型参与、理智型参与两种类型，公民意识分为人情观念、私人利益、契约精神、公共利益四个维度，研究发现：网

络冲突型、理智型参与均有利于人情观念价值、私人利益、契约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生成；相较于冲突型参与，理智型参与更

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生成，对人情观念价值、私人利益生成的影响则较小。研究结论有力回击了东方社会的民主实践不能

产生公民意识的观点，对于认识青年公众参与的现代特质、如何引导青年网络公众参与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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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促进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已取得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共

同体需要全面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实现社会管理新格局的重要路径。数字鸿沟和民主社会的发

展导致青年的公众参与越来越表现出网络化的特征。传统社会青年的参与是受限的，缺乏参与的平台和机

会，而互联网提供了公众参与的便捷渠道。基于技术支持的网络公众参与形式逐渐受到广泛关注[2]，信息和

通信技术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多开放性的在线渠道，也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新型参与机会[3]。

作为群体共识的公民意识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向来存在两种争论：一是静态地位说，公民权研究中

的传统话语倾向于假设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二是动态过程说，

认为公民意识是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建构的[4]。那么，究竟是公民意识影响了公众参与行为，还是公众参与

行为生成了公民意识？目前还非常缺乏这些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基于技术支持的青年网络

公众参与是否能够促进公民意识的生成。这有助于加深学界对青年网络社会参与规律、青年社会心态等的

认知，进而可以提升青年现代化的公民意识，促进青年良性社会参与，也可以为发展政治制度等提供更为具

体的操作体系与主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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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公众参与和公民意识的关系

现有关于公民意识的研究，国内多注重公民身份培养的方法和路径问题，忽视了其背后的生成逻辑及

作用机制。国外则多关注公民意识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对于公民意识的生成动因，近些年主要形成了技术

控制论[5]、文化论[6]等观点，比较缺乏参与对公民意识的影响研究。我国的公民意识与公众参与的关系研究，

究竟是适合静态地位说，还是适合动态过程说呢？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公民意识的研究发端

于西方社会背景，西方社会抨击东方的民主实践不能产生公民意识。那么，公民意识能在我国的民主实践

中产生吗？探究二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即二者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需要对公民意识生成及其研究的

历史进行分析，以避免变量间内生性问题的争议。

1. 静态地位说：公民意识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

传统公民意识研究认为，公民身份是由民主国家赋予的，一个公民能清醒认识到自我的公民权利和义

务。这种以国家为导向的公民意识的生成逻辑研究进路，是一种有关公民意识生成的静态地位方法。该方

法强调由政治团体（比如国家）提供给公民拥有合法权利和义务的地位，忽视了公民意识是否能由公众所

致。这个假设能够解释以西方为导向的现存公民意识研究。持有该观点的公民身份的研究认为，一个公民

对于自己的权利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并能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积极实践自己的公民权力。公民身份意味着

政治共同体平等的成员资格 [7]。换句话说，拥有公民身份即赋予了公民一种地位所附属的各种权利和权

力。而如何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一是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等国家层面的赋予手段；二是通过学

校、社会等知识教育手段。教育是确保数量众多的阶级进行负责任的公众参与的主要途径，一个接受过良

好培养的知识阶层，具有谨慎、节制、正义以及其他所有与他人进行交往时非常重要的优点[8]。

因此，西方社会中，不少研究遵循的思路是分析公民意识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如，有研究分析了公民身

份预测人们在网络中的自愿性公民参与行为，结果发现公民意识的参与维度和忠诚维度能显著预测人们的

自愿性参与行为[9]。

2. 动态过程说：公众参与行为对公民意识的影响

学者一般把公民意识看作一个来源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概念。随着现代国家的民主化建立，公民意识

的概念也从国家中心走向社会导向。特别是数字化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提供线上公共表达的平台和

机会，使得公民在网络公共空间不断交流各种政治信息、政治观点等，进而重塑了公民意识的生成。许多学

者认识到，公民意识可能也存在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形成了自己作为社区公民的认知

以及与该身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等公民意识。这个动态建构，指的就是公众参与，即公众参与会导致公民

意识的生成。有研究发现，在技术政治情景中，公民意识成为一个动态参数，公民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政治、

生活等公共活动，共同建构公民意识[10]。

佩特曼也曾指出，公众参与具有教育的功能，而这种教育有利于公民意识的生成。参与发展并培养了

个体所必需的品质，个人参与越多，他们就越有能力参与。参与本身的经验将发展和培养民主人格，即民主

制度成功运作所需的素质[8]。有一些心理特质可以通过参与社会来培养，即通过“社会化”或“社会培训”，因

为民主必须在其他领域进行才能发展必要的个人态度和心理素质。这种发展是通过参与本身的过程进行

的，包括心理方面以及民主技能和程序方面[7]。提升公众参与，不仅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水平，促进政治公

平，而且对于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以及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参与的过程中，人

们相互合作，学会节制私欲，投身于公益事业，不断锻炼实践能力，提升心理素质。通过参与过程的信息交

换功能，可以发展和培育这一制度所需要的品质，即公民意识。参与过程可以培养公民品质，因而公民意识

魏 然，孟利艳：网络公众参与有助于青年公民意识的生成吗

69



2023年9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21卷 第5期

具有一种自我生成的能力。

作为东方社会的我国，更适合研究公众参与对公民意识影响的研究进路。西方社会认为，东方社会的

民主实践不能产生公民意识[11]。近年来，学者呼吁从“东方主义”的无限背景下“重新包装”公民身份研究，探

索非西方世界的公民身份实践，特别是那些传统上认为无法产生公民身份的东方社会实践[9]。从实践基础

来看，我国对公民教育的探索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更多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

的。如，在抗日革命、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唤醒了中国民众的民主、公正等公民意识，中国民众开始思考自身

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共同体建设、新农村建设、社区建设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具体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巩固。从理论领域来看，中国学者在改革

开放后，特别是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就当代中国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团体的集体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讨

论。研究发现，中国人在通过集体行动捍卫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权利意识。但是这些有关公民

品格和公众参与行为的探讨，多是采用案例研究、实地观察等定性研究法，甚至只是提出问题，缺乏定量研

究数据的支撑。如，一项有关北京业主群的个案研究描述了底层公民意识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虽然激励

业主参与小区事务最直接的动机是利己主义，而不是强烈的权利意识，但是，业主的民主实践唤醒了他们的

权利意识，并进一步培养了公民身份意识[4]。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对于我国青年的公民意识和公众参与行为的关系，更应该采用公民意识生成

的过程方法，即探讨公众参与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另外，已有多数研究都是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大框

架下进行的，很少从公民实践的角度来解释中国青年公民意识生成的各种政治活动机制，现有研究尚不能

充分回答青年的公众参与是否会影响公民意识。

（二）公民意识及其类型

一般认为，公民身份（公民性）处理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12]。从广义上讲，公民身份被

理解为政治共同体中的政治成员，个人有权享有某些权利和义务。而公民意识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基础上形

成的有关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关系类型的较为固定的观念和想法。

国外对公民意识维度的研究，多是从权利、契约精神、利益等角度进行的，并把公民意识分为三个维度：

参与（participation）、忠诚（loyalty）和顺从（obedience）。其中，“参与”指的是公民愿意投入他们的个人时间和

精力参与讨论有争议的议题、分享想法、组织活动、投票和支持，“参与”被视为公民行为的本质；“忠诚”是指

个人对其他人福利的关心以及对其他公民和国家作为一个机构的关心，忠诚的公民受到利他主义动机的驱

使；“顺从”是指尊重现有的结构和程序，如遵守法律[9]。

国外有关公民意识的测量都是以个体的理性和独立性作为理论预设，因此更适合于测量那些在西方文

化中生活着的人，特别是北美的中产阶级男性，而对于测量当前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则存在测量效度的问

题。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其测量上一般遵循“公私观”“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等分析框架。杨宜

音（2008）提出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更适合用两个维度来测量，一是“公共性取向”，倾向于关注公共事物与利

益的程度，二是“契约精神性取向”，指的是以契约精神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并据此将中国人的公

民意识分为人情观念、私人利益、契约精神、公共利益四个维度[13]。其中，较高的公共利益和契约精神被认为

是公民的本质。本文认为，这一这种分类方法比较符合中国青年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

（三）公众参与及其类型

纵观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公众参与逐渐从解放政治转到生活政治，参与途径不断增多，形式各异。由于

社会的不断发展衍生出多种形态的政治行为，导致对公众参与的定义和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公众参与

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众试图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施加影响的过程[14]。网络公共参与是一种公民与政府的

社会交流，其理想特征是双边、相互偶然和相互有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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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多见于旨在实现具体政策变化的行动小组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如维权、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见

解等，是基于生活中的权益、观念等出发的自主关切政治政策、政治形势的一种自发活动。国内外对公众参

与类型的研究并不全面和一致，现有研究一般是从参与形式和内容上着重研究参与的表现形态，如环保参

与、能源转型参与等等。这些分类无法准确表达网络公众参与的本质与意义。西方社会中的青年人虽然具

有较高的社会参与的期望，但是对政府的信任、对传统权威的支持却在不断下降，他们对政府及其行为表现

出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态度，由年轻人主导的批判型公共参与在不断增加[15]。无论国内外，具有批评的冲突型

参与成为网络公共参与的主流，与此相对，也有一些不主张冲突形式的其他类型参与。本文根据参与时的

态度、表达形式等，将青年网络公众参与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网络冲突型参与。对于网络冲突型公众参与，因为其属于关切式参与，多数形式是冲突型的，所

以目前学者们多是分析网络冲突型参与。这种冲突式参与，又多属于批判式的诉求表达。我国青年网络公

众参与中批判式诉求的形态比较突出，比如，网络社区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舆论讨论和审判、网络欺凌、网络

攻击等等。本文把这种在网络上不断通过语言、文本的方式批评、讨论政府及相关组织，以此达到改进社会

治理的方式，或者发泄、缓解情绪的目的，称为网络冲突式参与。这种参与形式以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关切

为驱动力，对相关主体进行强烈的批评、批判，青年在网络中通过不停地请愿、呼吁，扩大事件影响力，以期

引起政府关注，并通过舆情的压力导致事情得到解决，有意识地、有目标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社会制度、

社会结构。

第二，网络理智型参与。青年自认为对国家、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运行有着理性的认知，有着更多的洞

察和关切，在参与上更理智，更信任政府，更愿意选择多观察，少些激情与冲突。青年有着强烈地改变现状

的决心和勇气，但是会选择一种直接给政府提建议，呼吁其他人不要采取冲突甚至对立的态度成为“网络键

盘侠”，应该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基础上，采取更具有直面性的方式，通过邮箱、网站等给政府直接

提意见。

（四）研究假设

有关公众参与动机的一些思辨性研究认为，公民网络参政议政多体现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权益性

参与等多种形态[16]。这表明，公众参与的动机应该包含了多种类型，既有情感诉求，也有价值追求，仍然未摆

脱过去传统的价值观念，未消解过去传统社会的痕迹，比如权益型参与、依附性参与等都应该和人情观念、

私人利益等公民意识维度紧密相关。另外，现实中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居委会及其积极分子网络形成的

以感情、人情观念、互惠和信任为基础的地方性互动网络[17]，是私人关系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因此，无论对于

哪种公众参与模式，都有可能导致人情观念、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网络冲突型参与有利于青年公民意识的人情观念、私人利益价值取向生成。

H1b：网络理性型参与有利于青年公民意识的人情观念、私人利益价值取向生成。

目前对于契约精神价值和公共利益价值与公民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相对缺乏，但是相对广泛的组织管

理和客户参与文献为感知到的共识价值在推动个人参与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表明，个人感知到

的共识价值对用户参与意向产生积极影响，感知价值一致性对员工工作敬业度产生积极影响[18]。公共价值

创造与电子政务的持续参与意向呈正相关[19]。

契约精神价值和公共价值属于社会共识，根据上述研究结论，青年的公民参与行为和契约精神价值和

公共价值之间也可能存在正相关。网络冲突型参与，是青年为了社会公正、群体利益等所发出的呼喊，公

正、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正是追求契约精神价值、公共利益的一种表现；网络理智型参与，是基于理性思考、

全体利益、国家发展基础上最接近公民参与行为本质的公众参与类型，是一种理性的利他型参与。国外研

究发现，以利他态度衡量的公民忠诚度在激励公民为未来公共政策做出贡献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1]，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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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利于契约精神价值和公共价值的生成。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网络冲突型参与有利于青年公民意识的契约精神、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生成。

H2b：网络理智型参与有利于青年公民意识的契约精神、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生成。

三、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本研究2016年和2018年在河南进行了两次重复性的调

查。这两次所使用的问卷有关公民意识和公众参与行为的内容是一样的。两次调查均使用多阶段抽样和

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第一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综合考量河南省各地市的GDP、工资收

入、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在河南省有代表性的18个城市中，分配各城市的样本规模。第二阶段，在每个城

市中，选取2~3个行政区。第三阶段则是配额抽样，根据制造业、市政行业、交通运输等15种行业，每个行业

抽取3~10人。2016年共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1020份，剔除具有明显向心性答题倾向的问卷，剩余975份，

问卷有效率 93%。2018年共发放问卷 1150份，回收 1140份，剔除具有明显向心性答题倾向的问卷，剩余

1128份，问卷有效率98.09%。考虑到网络参与的主群体是青年，其政治进程受到收入、政治背景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20]，而学生群体没有收入，政治背景相对单一，他们的公共参与逻辑和其他青年有一定区别，因此，本

研究的调查对象界定为非学生青年群体。2016年调查的是18~28岁的青年①，2018年调查的是18~35岁的青

年，本文使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样本的人口学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概况

变量

性别

教育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

户籍

变量类别

男

女

大学及以上

高职高专

初中及以下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城市

县镇

农村

样本数

556
569
460
471
192
126
450
387
309
288
466

有效百分比（%）

49.4
50.6
41.1
41.9
17.0
13.1
46.7
40.2
27.5
25.7
46.8

（二）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本文采用的是杨宜音关于公民意识的因子构念界定[13]。基于青年特征，本文选取了适合青年状况的题

项，并对部分题项进行了修正，各个题项的答案采取李克特5点量表（很不赞成=1，不太赞成=2，赞成=3，比
较赞成=4，非常赞成=5），共计选出18个题项。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使用最大方差法旋转，保留了测量

题项较多的构面，删除了非归属于原构面中因素负荷量最大的测量题项，共计得到4个因子（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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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公民意识的因子分析

题项

买假冒伪劣商品，大多数时候只能自认倒霉

做好分内的事，分外的事不用管

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可以

在公共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

现实中，还是“还是朝里有人好做官”

合同都是装样子的，只要有关系什么都好商量

有没有履行自己的投票义务，意义不大

在现实中，不靠非法手段不可能赚大钱

即使自己喜欢的事，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

人们不敢见义勇为，是因为周围没有人支持

只要不犯法，应该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老百姓应该听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上级的

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

法院是一个替老百姓讲理的地方

特征值

解释方差

私人利益

0.744
0.733
0.717
0.588
0.142
0.384
0.447
0.479

-0.144
0.239
0.432
0.264

-0.137
0.016
2.900

20.715%

人情观念

0.203
0.150
0.240
0.219
0.762
0.698
0.618
0.581
0.012
0.119
0.146
0.128
0.376
-0.335
2.262

16.158%

契约精神

0.078
0.142

-0.091
0.222
0.254
0.020
0.155

-0.152
0.813
0.753
0.504

-0.047
0.126
0.274
1.771

12.650%

公共利益

0.048
-0.068
0.088
0.111
0.107
0.012
0.079
0.039
0.220

-0.020
0.075
0.804
0.712
0.656
1.685

12.036%

共量

0.636
0.592
0.677
0.612
0.683
0.735
0.619
0.455
0.588
0.602
0.585
0.468
0.730
0.638
4.944

61.559%

KMO检验（0.848）和Bartlett's球性检验（p=0.000）均符合要求，且各个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 0.4，其
他多数都在0.6以上，表明各题项均能有效反映其因子构念。我们把因子1命名为“私人利益”，因子2命名

为“人情观念”，因子3命名为“契约精神”，因子4命名为“公共利益”。各个因子的信度检验结果分别为：公

共利益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80，人情观念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3，私人利益量表

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49，契约精神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605。
2. 自变量

本文把网络公众参与分为“网络冲突型”和“网络理智型”，设置了具体的情境，请答卷者看过具体事件

后回答问题。本文先提出问题：“在网上看到弱势群体维权事件、毒疫苗等社会不公事件，你一般会怎么

做？”，备选答案包括：很不赞成=1，不太赞成=2，赞成=3，比较赞成=4，非常赞成=5，并用7个题项进行回答。

这7个题项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网络公众参与的因子分析

题项

对批评政府等的评论点赞，或转载此新闻

对网上批评现有制度的言论点赞，或发表观点

对网上主张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言论点赞，或发表观点

对网上社会不平等的言论点赞，或发表观点

给事件中弱势群体事迹的帮助，如金钱、法律咨询、心理支持

通过给政府官网留言，或通过给政府发邮件等方式提建议

对鼓励大家理性发帖的言论点赞，或发表观点

特征值

解释方差

成份

网络冲突型参与

0.856
0.847
0.731
0.696
0.153
0.283
0.484
2.807

40.102%

网络理智型参与

0.117
0.252
0.379
0.423
0.875
0.787
0.593
2.137

30.525%

共量

0.747
0.678
0.781
0.663
0.585
0.699
0.789
4.944

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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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O检验（0.848）和Bartlett's球性检验（p=0.000）均符合要求，由因子分析结果可知，这7道题目存在潜

在共享因子，网络公众参与可以分为两个因子，相关题项均能有效反应其因子构念。将因子1命名为“网络

冲突型”，因子2命名为“网络理智型”，两个因子题项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48和0.616。
3. 控制变量

本文将一系列可能影响青年公众参与的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主要是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男性=1，女
性=0）、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职、高专等=2，本科及以上=0）、社会经济地位（中上层=1，中层=2，中下

层=0）、户籍（城市户籍=1，县镇户籍=2，农村户口=0），其中户籍中的城镇户口包括“县城”和“县级市”户口。

四、研究发现

（一）网络冲突型参与对青年公民意识的影响

以公民意识的四个维度：人情观念、私人利益、契约精神、公共利益为因变量，以网络冲突型参与为自变

量，以性别、教育程度、户籍、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等为控制变量，采取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网络冲突型参与对青年公民意识的影响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常数

F
R-squared
N

网络冲突型参与

男性 a

初中及以下 b

高职高专 b

城市 c

县镇 c

中上层 d

中下层 d

模型1
人情观念

B（S.E.）
0.227***

（0.026）
-0.035

（0.046）
0.135*

（0.069）
0.141**

（0.050）
-.037

（0.057）
-0.003

（0.060）
-0.067

（0.070）
0.072

（0.073）
1.821***

（0.089）
11.565***

0.131
1120

模型2
私人利益

B（S.E.）
0.195***

（0.027）
-0.003

（0.047）
0.189**

（0.070）
0.078

（0.051）
-0.093

（0.059）
0.012

（0.062）
-0.058

（0.072）
0.016

（0.075）
1.927***

（0.091）
8.671***

0.093
1120

模型3
契约精神

B（S.E.）
0.106***

（0.025）
0.010

（0.044）
0.101

（0.065）
0.034

（0.048）
-0.155**

（0.054）
0.018

（0.057）
0.086

（0.067）
0.067

（0.069）
2.626***

（0.085）
4.482***

0.103
1120

模型4
公共利益

B（S.E.）
0.053*

（0.025）
0.032

（0.044）
-0.036

（0.065）
0.077

（0.048）
0.001

（0.054）
0.033

（0.057）
0.067

（0.066）
0.074

（0.069）
2.658***

（0.084）
1.338*

0.082
1120

注：（1）p*≤0.05，p**≤0.01，p***≤0.001；（2）a参考类别为女性，b参考类别为大学及以上，c参考类别为农村，d参考类别为说不清；（3）表

中报告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1<VIF<2表明回归分析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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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中的模型1和模型2可知，网络冲突型参与和人情观念、私人利益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

青年越多进行冲突型参与，就会产生越多的人情观念、私人利益价值观，H1a得到验证；由模型3可知，网络

冲突型参与和契约精神价值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由模型4可知，网络冲突型参与和公共利益

价值维度也存在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H2a得到验证。虽然网络冲突型参与是一个矛盾、争议的过程，但正

是基于网络环境的意见表达，导致了契约精神价值、公共利益价值的生成，因此没有必要对冲突型参与持完

全否定的态度。而且，从影响系数看，冲突型参与最利于人情观念、私人利益的产生，契约精神次之，对公共

利益的影响较小。

（二）网络理智型参与对青年公民意识的影响

以公民意识的四个维度：人情观念、私人利益、契约精神、公共利益为因变量，以网络理智型参与为自变

量，以性别、学历、户籍、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等为控制变量，采取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网络理智型参与对青年公民意识的影响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常数

F
R-squared
样本量

网络理智型参与

男性 a

初中及以下 b

高职高专 b

城市 c

县镇 c

中上层 d

中下层 d

模型1
人情观念

B（S.E.）
0.131***

（0.029）
-0.013

（0.047）
0.158*

（0.071）
0.154**

（0.52
-0.035

（0.059）
0.006

（0.062）
-0.020

（0.071）
0.097

（0.074）
1.950***

（0.095）
4.476***

0.103
1121

模型2
私人利益

B（S.E.）
0.134***

（0.029）
0.004

（0.048）
0.208**

（0.071）
0.099

（0.053）
-0.085

（0.060）
0.007

（0.063）
-0.011

（0.073）
0.045

（0.076）
1.997***

（0.096）
4.348***

0.103
1120

模型3
契约精神

B（S.E.）
0.108***

（0.027）
0.022

（0.043）
0.126*

（0.064）
0.048

（0.048）
-0.153**

（0.054）
0.003

（0.057）
0.103

（0.066）
0.069

（0.038）
2.597***

（0.087）
4.345***

0.102
1120

模型4
公共利益

B（S.E.）
0.087***

（0.026）
0.041

（0.043）
-0.023

（0.065）
0.084

（0.048）
-0.006

（0.054）
0.005

（0.057）
0.081

（0.065）
0.073

（0.068）
2.589***

（0.087）
2.280*

0.093
1120

由表5模型1~4可知，网络理智型参与和人情观念、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契约精神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

向线性关系。H1b、H2b均得到验证。从影响系数可以看出，理智型参与也是最有利于人情观念、私人利益

的产生，对契约精神、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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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8年河南省18个城市的青年数据考察了公众参与和公民意识的关系，同时也通过2016年
的数据进行了重新验证，回归模型显示，冲突型参与和理智型参与均对青年的公民意识形态人情观念、私人

利益、契约精神、公共利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论证了我国青年公民意识生成的动态过程性和社会导向性。网

络冲突型、理智型参与均有利于人情观念价值、私人利益、契约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生成；从影响系数看，相较

于冲突型参与，理智型参与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生成，对人情观念价值、私人利益生成的影响则较小。本文

通过理论和现实分析，特别是中国公民教育和公民实践的现实土壤分析，重现了公民意识生成的历史逻辑，

支持了基于我国国情的公民意识的社会导向性，公民意识生成的研究中应该遵循的是动态过程说，即应该

分析的是公众参与对公民意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青年在各种民主实践的过

程中习得了公民意识，而青年的民主实践，可以通过网络参与这种新型载体实现。本文探讨的青年公民意

识生成的逻辑机制，对于青年公民意识的提升、公众参与的引导和管理、网络社会治理都具有一定参考价

值。二是有利回击了西方学者认为东方社会的民主实践不能产生公民意识的观点，揭示了我国的民主实践

会促进现代公民价值生长的社会现实。目前来看，无论哪种形式的青年公众参与，都并未实现“充分参

与”。总的来看，青年的公众参与是处于“传统”和“现代”转型期的一种混合式动机的参与形式。虽然青年

的公众参与会产生人情观念、私人利益等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但是也有助于契约精神、公共利益等现代公

民价值的再生产。

为了更好地引导青年公众参与，本文在公众参与和公民意识的关系模式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两点

建议：一是网络冲突型公众参与并非一无是处，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切式参与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社会制度等

的公民式批判，契约精神、公共利益价值已然初现。今天的年轻人是“天生的数字人”，网络和线下的世界对

于他们来讲似乎已经融为一体[21]。数字民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模式，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知识和

民主实践的能力[22]。从此意义上说，对于网络冲突型公众参与，不能采取完全压制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及时

引导、多回应的方式，提高政府对于网络冲突的回应能力，重点建设网络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利益价值。二是

网络理智型公众参与虽然比较接近公民参与的实质，能有效预测契约精神、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但是仍然具

有人情观念、私人利益的特质。在面对矛盾冲突时，仍能保持冷静和理性态度的网民实属少数。所以，应加

大公众理性参与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公众理性参与水平。

注 释：

① 2017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界定为“14~35岁”的群体，因此

2016年调查对象的年龄小于28岁。18岁以下青年的政治观并不成熟，故本文调查的是18岁以上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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